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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关注的是2005年—2015年间中国大众社会态度总体倾向的变迁和影响机制。本文建构

了一个包括个体、社会和规范三个层次、七个指标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十年间社会态度变迁的趋势，同时

分析了这些变迁趋势形成的机制：涓滴效应，即某些特定社会群体较早、较深入地对社会变迁的感知率先

引发了社会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然后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最终导致了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上述结

果为人们认识社会态度的变迁趋势和影响机制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社会态度变迁 总体倾向 影响机制 涓滴效应

社会态度具有“社会晴雨表”的作用，对于认

识社会发展、指导社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21世纪初的十年

间（2005年—2015年），中国大众的社会态度在涉

及个人、社会和价值规范层面等一些具有重大意

义的热点问题上，其倾向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变化趋势和过程与机制是怎样的？

一、背景与问题

态度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建立在认知、情感

反应、行为意向以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

性”，是一个整体反应系统。①据此，有学者将社

会态度（social attitudes）定义为社会大众对某一事

物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等三个心理层面上的

整体反应；②一些学者在形式上将社会态度变化

的趋势大致总结为一致、非均衡和极化三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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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③本文则从社会态度的实质性内容出发，

将社会态度的分析凝聚到社会大众在总体水平

上对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热点议题的评价

倾向性④，更强调这些热点议题在社会意义上的

重要性和代表性。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变迁中出现了很多基本

的、深刻的变革，社会大众对这些重大变革及其

引发的社会议题的评价倾向性或态度，对于认识

社会发展、指导社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

面，社会态度是社会变迁的现实结果和社会表

征，具有“社会晴雨表”的作用，分析民众对于重

大社会议题的态度及其变化，对理解和把握社会

变迁趋势、了解社会矛盾状况具有重要意义；⑤另

一方面，社会态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也具有

潜在影响，民众对重大社会议题的态度不仅会影

响多种心理进程，而且与其社会实践行为也具有

紧密的联系。⑥

近十多年来，社会态度的研究在国内社会心

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形成

了很多成果，对社会态度的概念结构、学科谱系、

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⑦深入探讨了

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结构对社会态度的

影响，⑧同时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进行

了细致的研究，⑨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十分重

要的理论激励和研究灵感。但这些研究也还存

在一些不足，例如，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

势与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或缺乏系统的实证基

础，或主要针对特定群体而缺乏对社会整体的统

合，因而无法更好地对我国民众社会态度变迁的

总体倾向性做出系统性、预测性的审视。

国外对社会态度的研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

注：第一，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在西方社会中具有重

大意义的“热点”或“焦点”问题上，例如，自我感知

和评价（如自尊⑩、自我决定和幸福感等）、种族

身份、性与性别、堕胎、分层意识等；第二，总体态

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和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

重视，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宽容或苛刻等，

以及变迁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特别是在当前西

方社会同样面临众多问题和重大转型时，这一特

点尤为明显。问题在于，国际研究中关注的重大

社会问题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十分契合，

在中国社会中迫切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国际

研究中较少被涉及。同时，由于在发展阶段、社

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中外之间存

在诸多差别，因而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形成机

制上也会存在巨大差异。

有鉴于此，本文拟聚焦于21世纪初中国社会

转型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热点”“焦点”问题

的总体态度倾向性，重点探究以下两个问题：第

一，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第二，影响总体

态度倾向性变迁的机制。本文将使用“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2005年、2015年数据，值得指出的是，CGSS2015
年数据专门设计了基于 2005年数据的十年回顾

板块，使得其总体态度倾向性的相关测量指标保

持基本一致，为研究者进行十年的对比提供了良

好的数据基础，大大提升了变迁研究的质量。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完成本文研究目标的基本前提，是建构一个

具有现实意义和结构性的态度分析的概念框架，

这一概念框架既要能够反映社会大众的总体态

度倾向性，又要能够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

势进行分析。

现有研究往往通过考察社会成员对重大社会

议题或自我生活状况的态度来归纳社会态度的整

体倾向。托马斯（W. I. Thomas）和兹纳尼茨基（F.
Znaniecki）曾将社会态度分为对个人、社会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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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关系的态度，昆考特（K. J. Kiecolt）将已

有的态度研究划分为社会设置（如分层态度和宽

容）、社会规范（如公共问题）、社会关系（如个人

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综合

现有研究，本文拟从个人、社会、规范等三个层次

上分析大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三个不

同层次属于社会态度的三个重要对象领域，虽不

能全面完整地反映社会态度的全貌，但均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个人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基于个人层面对生

活状况及其变迁的态度，大众对个人社会状况态

度的测量可以包括很多方面，本文采用了两个综

合性指标：生活幸福感和自我地位评价。生活幸

福感作为测量个人生活综合状况的经典指标，已

被大量研究所使用，本文之所以还采用了“个人

社会地位评价”作为测量指标，是因为该指标一

方面相对于生活幸福感是一个面向客观的综合

性指标，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变迁也是个人生活状

况变迁的综合反映，因此，两个指标相得益彰。

这两个指标在总体倾向性上可分为积极与消极

两种取向：个人维度的总体态度倾向性愈加积极

意味着大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着较为乐观

的情绪氛围，对于社会变革为个人生活带来的改

善整体上较为满意。

社会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基于社会结构层面

对社会状况及其变迁的态度。社会层次上的总

体态度倾向性，体现了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变迁过

程中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状况的感知和评价，对

于评估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

问题、社会矛盾之严重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社会转型最重大的变革之一是不同社会群体

之间相对地位的分化和变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问题是社会资源分配问题。结果平等和机会平

等是分析社会资源分配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

收入分配更多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果，机会

图1：总体态度倾向性概念框架

131



2020/06 开 放 时 代

分配更多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以及在此

过程中获取资源优势的机会。收入差距长期以

来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所感受到的最基

本的变化，也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用以衡量社

会稳定性、理解和预测其他社会状况与个体行为

的核心变量；而机会公平则是关乎民众个人发

展和整体社会流动的基本社会过程，分析民众的

机会公平感对于了解社会紧张与阶层固化状况

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

主题与人文关怀之所在。基于上述讨论，本文

将社会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分为包容

或排斥两种取向，包容的取向意味着社会大众对

于社会差距与社会矛盾的感知渐渐缓和，对社会

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更加认可。

规范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对于社会价值观的

态度。基于价值观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体现了社

会大众对蕴含在个人行为与社会运行中的社会

规范和价值体系的认知和倾向。相对于个人生

活和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属于文化和意识形态

层次，不仅如帕森斯所说，是广义社会系统的最

高层次，也是社会变迁过程的最终层次。就总

体倾向性而言，无论从国际价值观念交流与冲突

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我国社会变迁的现实经验出

发，当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价值规范冲突便是自

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碰撞，二者也是国际社会态

度研究中的常见议题。自由主义是对个人价值

和自由意志的文化认可，它强调自治、自由和差

异，重视个人意愿和情感的表达。保守主义则

与之相反。正因如此，本文涉及价值观的总体态

度倾向性可以分为自由或保守两种取向，自由取

向意味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民众更加认可强调

自由的社会价值体系，对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

追求更加热切。

本文选取了三个指标从不同侧面衡量价值

观层面上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状况，即性与性

别、个人自由、政府作用。如上所述，包容差异、

尊重自由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区别于

保守主义的显著特征。性与性别是一个非常具

体，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锐性的问题，对开放性行

为和同性恋的认可程度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人们

对差异的宽容程度。个人自由指标选取了一组

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渐体现出争议性的“越轨”行

为，通过评判该行为是个人自由还是应受指责，

反映人们对于社会规范的基本态度。国家与个

人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权力结构是我国社会变

迁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之一，相对于上述两个指

标，它是更为具体、实际的不同价值观念碰撞的

焦点。测量民众对政府再分配、提供社会福利等

作用的依赖性，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民众对自由主

义所派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倾向的认可程度。

（二）研究假设

1. 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现代化、

市场化、城市化、网络化、全球化等进程日益加

剧，对我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相应的，我

国民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变

迁趋势呢？

（1）个人层次

传统上，人们认为态度会受到基本动机或需

求的影响，个体对某一事物的态度基于其在需求

基础上所感知到的奖励或惩罚。21世纪以来，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人民群

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从全

国范围来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

的指引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聚居

区等相对落后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

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在这十年

间，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整体水平上基本

实现了满足。据此，可提出假设 1.1：2005年—

2015年，我国居民在个人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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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将呈现积极化的趋势。

（2）社会层次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中，我

国一直奉行集中化、平等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尽

管仍然存在诸多社会差别，但总体上不同群体间

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伴随改革开放和体制

转型的过程，原有的社会群体结构开始逐渐分

化，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不平等迅速扩大。

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水

平得到了极大改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脑体倒

挂”、贪污腐败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同时，随

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加显著，人们

对于市场机制及其带来的分化结果也逐渐适

应。因此，与其他转型国家类似，由“大锅饭”和

“平等主义”时代衍生而来的，经由改革开放初期

社会现实所激化的不满和愤懑情绪将有所回落，

特别是对于各种社会分化的宽容和包容程度将

有所增加。据此，可提出假设 1.2：2005年—2015
年，我国居民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

性将越来越趋向于对分化的包容。

（3）规范层次

早年如英格尔斯，晚近如英格尔哈特，都曾

经指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现代化带来

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水平

的提高，会使得该社会的人格特征趋于现代性，

推动该社会的价值观由注重生存转变为注重自

我发展，特别是对自我选择、个人自由的追求。

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

于，现代化是伴随深刻的体制改革和广泛的全球

化而发展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是现代化、体

制改革和全球化等过程的叠加，这种变迁将会推

动大众的价值观念的相应变革。据此，可提出假

设 1.3：2005年—2015年，我国居民在规范层面上

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将越来越趋向自由。

2. 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

关于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

主要存在两个理论路线及相应的解释，即文化论

和结构论。它们均关注宏观社会变迁对民众社

会态度倾向性变迁的重要影响，但强调的影响机

制不同：结构论更加注重社会结构力量的作用，

文化论则注重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1）文化论

文化论认为态度是群体价值观中固有的成

分，并在社会化过程中传播，信仰和价值观通过

社会化过程传递给社会的所有成员。因此，文

化论往往将社会态度变迁的过程解释为一个大

众社会中跨阶层的同时性、全面性的变化。例

如，史密斯（A. W. Smith）发现，1958年—1978年
间美国社会中白人对种族态度的变迁大多是跨

越所有教育和代际群体的。据此，可提出假设

2.1：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是由我国的整体

文化价值观念变迁所造成的。

（2）结构论

与文化论相反，在结构论看来，社会结构塑

造了人们的生活情境和机会，从而约束或促进了

个体特定的心理和行为，因此对社会态度的形成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解释社会态度变

迁的过程时，结构论强调社会中的子群体和人口

结构对社会态度形成和演变趋势的影响，认为社

会态度的变化趋势往往与特定的人口群体（如受

教育程度较高和较年轻的群体）密切相关。

从研究脉络来看，因为一些经验研究表明

社会态度与社会结构位置之间仅存在较低的相

关性，所以国外一些学者更加偏向文化论的解

释。但本文认为，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短短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导致我国的社会

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

况、相对地位和利益基础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这意味着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可能蕴含着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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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结构变动。

本文强调的是，结构因素对社会态度变迁趋

势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两种不同的结构化机制

实现的，即结构替换和涓滴效应。

结构替换理论由施托费尔（S. A. Stouffer）提

出，是该领域中最著名的结构性解释之一。该理

论认为，宏观水平上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社会

态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例如，随着更自由、受教育

程度更高的年轻群体取代年长群体，总体的社会

态度倾向性便会趋向自由和宽容。在我国，不同

户籍类型、所有制、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出生世代

者，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明显处于社会结构中的

不同位置，享有不同的生活情境和机会，因而其

社会态度自然可能不同。伴随着城市化、市场改

革、大学扩招、产业结构调整、互联网普及等一系

列宏观社会变迁进程，社会的人口结构相应发生

了重要变化，城镇人口、体制外人员、高等教育人

口、脑力劳动者和“80后”“90后”群体在人口结构

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其态度倾向性对于总人

口态度倾向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进而影响了总

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据此，可提出假设 2.2：总
体态度倾向性变迁是由我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替

换所造成的。

涓滴效应是对结构替换理论的修改和补

充。该理论认为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不仅与

宏观水平上人口结构的替换有关，更与个体水平

上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变迁的感知差异有关。

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较早、较深入地受到社会变

迁的影响，率先发生了社会态度倾向性的变迁，

然后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导致其他社会群体的

社会态度倾向性也发生变化，最终导致了总体态

度倾向性的变迁。例如，施莱伯（E. M. Sch⁃
reiber）发现，愿意投票给女性总统候选人的比

例是随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首先更支持

女性候选人而增大的。具体而言，涓滴效应认为

社会态度变迁过程呈现“涓滴”状，并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主导群体和社会意义不同：

前半程是优势群体的态度倾向率先提高，在改变

总体态度倾向的同时，逐步拉开与弱势群体的差

距，隐含着生活机遇的不平等和社会态度两极化

的风险；后半程是弱势群体的态度倾向增长幅度

超过优势群体，在提高总体态度倾向的同时，弥

合不同群体间的态度差距，意味着潜在的不平等

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在我国，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

获益和感知差异明显。具体而言，在个人层面

上，处于社会结构中优势地位的群体率先享受了

改革开放的红利，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并将优

势保持到今天。因此，他们既拥有纵向的相对满

足感，也拥有横向的相对满足感。在社会结构层

面上，处于社会结构中优势地位的群体在社会变

迁过程中获得了社会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但由

于自我归因偏差，成功者往往将成功的原因归

结为自身的努力，失败者往往将失败的原因归结

为不利的外部环境。在规范层面上，处于社会结

构中优势地位的群体，其生活情境与现代化、全

球化等进程融入的程度更加深刻，对现代文化和

西方价值观念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也较高。总体

而言，优势群体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可能会更早、

更深入地发生变迁，从而影响总体态度倾向性的

变迁。据此，可提出假设 2.3：总体态度倾向性的

变迁是由优势群体的态度倾向性变迁所造成的。

上述两个结构性假设的具体变量和关系将

在后面的分析中得到阐释。

如上所述，文化论与结构论构成了解释总体

态度倾向性变迁形成机制的两种基本范式，而结

构论又存在结构替换效应与涓滴效应等两种结

构化影响机制。在此意义上，对于总体态度倾向

性形成机制的不同解释，指向不同的社会实践方

向。例如，以民众总体幸福感的提高为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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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为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在同步提高，体

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普惠性结果；结构论则认为

总体幸福感的提高可能是“粉饰太平”。具体而

言，结构替换效应认为是总体幸福感的提高是源

于城市人口、脑力劳动者等优势群体在人口结构

中的比例增加，而优势群体的幸福感本就较高，

实际上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感甚至可能均未提

高，因此提高总体幸福感的理想方式是进一步优

化人口结构（例如，让更多人农村人变成城市

人）。涓滴效应则认为，总体幸福感的提高是因

表1：社会态度倾向性指标设置

变量层次

个人

社会

规范

概念

生活幸福感

自我地位评价

收入不均合理

性

机会公平感

性与性别

个人自由

政府作用

指标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

福？

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

济地位？

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

济地位？

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得

少，但这是公平的。

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

同样的升学机会。

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

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

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

未婚同居是个人行为，他人不该指

责。

同性恋是个人行为，他人不应该指

责。

私下观看色情书刊／音像是个人

行为，他人不应该指责。

嫖妓是个人行为，他人不应该指

责。

参与迷信活动是个人行为，他人不

应该指责。

自杀是个人行为，他人不应该指

责。

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

来帮助穷人。

政府有责任提供以下福利：使得人

人有工作机会。

政府有责任提供以下福利：使得人

人有医疗保险。

政府有责任提供以下福利：为老人

提供生活保障。

操作化

1—5：
非常不幸福—非常幸福

1 = 较低，2 = 差不多，3 = 较高

1 = 下降了，2 = 差不多，3 = 上升了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5：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4：
绝对没责任—绝对有责任

1—4：
绝对没责任—绝对有责任

1—4：
绝对没责任—绝对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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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势群体的幸福感提高更加明显，但存在短期

内总体态度倾向性两极化的隐患，因此提高总体

幸福感的理想方式是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

缩小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差距（例如，让农村人过

得更幸福）。不同的结构化机制具有不同的现实

意义，揭示了不同的态度变迁过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CGSS2005年和 2015年数据。该调

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

行，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

查项目，采用严谨科学的抽样方式，系统、全面地

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

（二）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从个人、社会和规范等三个层次探究总

体态度倾向性。在个人层次上，本文以生活幸福

感和自我地位评价为测量指标，可转化为连续

变量，数值越高表示个人层面的总体态度倾向性

越积极。在社会层次上，本文以收入不均合理

性、机会公平感等变量为测量指标，也均可视为

连续变量。指标数值越高表示社会层面的总体

态度倾向性越偏向包容取向。在规范层面，本文

以性与性别、个人自由、政府作用等变量为测量

指标。上述三个变量皆可视为连续变量，前两

项得分越高、第三项得分越低，表示规范层面的

总体态度倾向性越偏向自由取向。

2. 自变量

本文既要描述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

也要探讨这一趋势的形成机制，而无论是文化论

还是结构论的分析，其实都是以分析不同社会群

体间的态度倾向性差异及其变化情况为基础的。

因此，本文按照研究惯例选择了若干具有显著异

质性的结构性因素来区分社会群体，包括户籍类

型（0 = 农村，1 = 城市）、单位所有制（0 = 体制外，

1 = 体制内）、受教育年限、职业社会地位（1 = 无业

失业人员，2 = 农民，3 = 工人，5 = 办事人员，5 =
自雇佣者，6 = 专业技术人员，7 = 管理人员）和出

生世代（1 = 1960 年以前，2 =“60 后”，3 =“70
后”，4 =“80”后，5 =“90后”）。

四、研究发现

（一）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总体趋势

表 2体现了 2005年至 2015年我国居民社会

态度倾向性的总体变化趋势。从个人层面来看，

我国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在十年间有了明显的提

升，自我地位评价也同步显著提高，这意味着我

国居民对自我生活状况的综合评价有所上升。

从社会层面来看，我国居民对收入不均合理

性的认可度有所提高，但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明显

下降。这意味着在分配领域，我国居民对社会资

源分配结果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有所上升，但对资

源分配机会不平等的意见正在加大，体现了转型

期中国人“患不均，更患不公”的特点。

从规范层面看，我国居民对性与性别问题、

个人自由的态度均有显著上升，对政府的依赖程

度有所下降。这意味着 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在

规范层面上的社会态度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由趋

向，整体上更加认可崇尚自由、包容和个人主义

的社会价值体系。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的生活幸福

感显著增强，对收入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有所提

高，对性与性别、个人自由的认可明显增强，对政

府的依赖程度在减少。据此可证实本文的研究

假设 1.1、1.2和 1.3，即我国居民的总体态度倾向

性在个人层次上更加积极，在社会层次上趋向包

容，在规范层次上趋向个体和自由。但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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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我国居民各维度社会态度指标均值变化（2005—2015）

2005年

2015年

差异及显著性

个人层次

幸福感

3.409
3.868
0.458***

自我

地位评价

1.939
1.978
0.039***

社会层次

收入不均

合理性

3.408
3.491
0.083***

机会

公平感

3.857
3.656

-0.201***

规范层次

性与

性别

2.338
2.532
0.194***

个人

自由

2.039
2.323
0.285***

政府

作用

3.752
3.637

-0.115***

注：差异及显著性为 t检验结果，“***”表示在 99%的置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示 2015年均值

大于2005年均值，“-”表示2015年均值小于2005年均值。

的是，我国居民对机会不平等的感知有所增强。

（二）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

1. 文化论或结构论

2005年—2015年，中国大众的总体态度倾向

性变迁过程是更符合文化论的预测，还是更符合

结构论的预测？具体而言，文化论强调整体文化

价值观的影响，认为社会态度变迁是全面性、同

时性的；结构论则更强调社会结构力量的作用，

表3.1：不同群体个人层次总体态度倾向性OLS回归模型

非农业户口

体制内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社会地位

adj. R 2

生活幸福感

2005年

-0.014
-0.037
0.188***

0.028***

0.021**

0.057

2015年

0.032
-0.025
0.109***

0.0178***

0.017**

0.026

差异显著性

0.069*

0.007
-0.070***

-0.013***

-0.009
／

自我地位评价

2005年

-0.213***

-0.064***

0.098***

0.017***

0.038***

0.058

2015年

-0.050***

-0.004
0.051***

0.006***

0.029***

0.027

差异显著性

0.164***

0.052**

-0.034***

-0.011***

-0.012*

／

注：篇幅所限，控制变量、样本量等信息未呈现在模型中，下同。生活幸福感系数及显著性水平，为时

期交互模型中各自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表3.2：不同群体社会层次总体态度倾向性OLS回归模型

非农业户口

体制内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社会地位

adj. R 2

收入不均合理性

2005年

-0.187***

-0.111***

0.021
0.001
0.000
0.016

2015年

-0.156***

-0.036
0.077***

-0.009**

-0.005
0.012

差异显著性

0.041
0.099*

-0.034*

-0.013**

-0.001
／

机会公平感

2005年

-0.089***

0.013
0.005
-0.003
-0.016*

0.006

2015年

-0.075***

-0.036
-0.010
-0.017***

-0.002
0.026

差异显著性

0.008
-0.047
-0.028*

-0.015***

0.014
／

137



2020/06 开 放 时 代

认为社会态度变迁是差异化、结构性的。由于整

体价值观的影响无法直接检验，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本文通过检测不同社会群体社会态度相对差

距的变迁情况来验证文化论与结构论在我国社

会变迁环境中的解释力。换言之，在社会态度的

变迁过程中，变迁是超越社会群体的全面性、同

时性变迁，还是更多地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影

响？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首先使用OLS模型拟

合 2005年、2015年各层次社会态度的回归模型，

然后将两年数据合并，并加入时期虚拟变量（0 =
2005年，1 = 2015年）、时期虚拟变量与其他自变

量的交互项，形成时期交互模型以验证不同年份

之间变量系数差异的显著性，从而通过比较不同

社会群体之间态度倾向性差异的变动对文化论

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如表 3.1—3.4所示，从 2005
年到 2015年，在各个层次的社会态度指标中，均

有若干社会群体的相应社会态度差距发生了显

著变化，这意味着社会态度变迁并非是全面性、

同时性的过程。据此，可拒绝假设 2.1（总体态度

倾向性的变迁是由我国的整体文化价值观念变

迁所造成的）。

2. 结构影响机制：替换效应或涓滴效应

由上文可知，相较于文化论，中国总体态度

倾向性变迁的过程更符合结构论的理论范式，但

仍需面对新的问题：结构替换效应和涓滴效应哪

一个是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形成

机制？

“Oaxaca-Blinder”分解法是分解工资均值差

异的经典方法，由瓦哈卡（Ronald Oaxaca）和布兰

德（Alan S. Blinder）几乎同时提出，最初是运用于

性别间或种族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能够将工资

均值差异分解为特征差异和价格差异（例如，男

女之间在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率上的差异），

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本

表3.3：不同群体规范层次总体态度倾向性OLS回归模型（一）

非农业户口

体制内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社会地位

adj. R 2

性与性别

2005年

0.276***

-0.041
0.011
0.009**

0.005
0.078

2015年

0.150***

-0.093**

0.053*

0.018***

0.017*

0.111

差异显著性

-0.125***

-0.047
0.020
0.008 +
0.015
／

个人自由

2005年

0.150***

-0.031
-0.005
-0.004
0.009
0.028

2015年

0.076***

-0.021
-0.022
-0.001
0.002
0.027

差异显著性

-0.073**

0.005
-0.005
0.004
-0.008

／

表3.4：不同群体规范层次总体态度倾向性OLS回归模型（二）

非农业户口

体制内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社会地位

adj. R 2

政府作用

2005年

0.078***

0.042**

-0.031**

0.003*

-0.019***

0.018

2015年

0.025*

0.023
-0.029**

0.003*

-0.004
0.005

差异显著性

-0.058***

-0.024
0.014*

0.001
0.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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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使用“Oaxaca- Blinder”分解法，以调查年份作

为群组差异变量，将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分解为

若干社会结构要素的结构差异和系数差异，验证

了不同社会结构要素的结构替代效应和涓滴效

应对社会态度变迁的影响，如表4.1—4.3所示，我

们将各变量结构差异贡献视为社会结构因素在

总人口中的分布特征变动所带来的结构替代效

应，将变量系数差异贡献视为各社会结构因素的

影响系数变动所带来的涓滴效应。若某变量的

结构差异贡献率较高，则可认为该变量的结构替

换效应，即在总体人口结构中的分布变化（例如

城镇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水平）是造成总体态

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若某变量的系数差异

贡献率较高，则可认为是该变量的涓滴效应，即

该变量内部的态度倾向性差异变动（例如城镇人

口相对于农村人口在性与性别观念上的优势增

加）是造成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

（1）个人层面

就生活幸福感而言，出生世代的变动（包括

结构变动和系数变动）对生活幸福感提高的解释

性最强（-24.91%）。具体而言，其结构变动（即结

构替换效应）贡献了9.21%的生活幸福感增长，但

其系数变动（即涓滴效应）减少了 34.12%的生活

幸福感增长。可见，出生世代的涓滴效应是生活

幸福感变迁的主要影响机制。尽管人口结构的

年轻化推动了生活幸福感的提升，但年轻人口

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幅度已然被老年人口所超越，

从而抑制了总体幸福感的提升幅度。这意味着

表4.1：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分解（一）

总体态度倾向性总变异

可解释变异

不可解释变异

各变量结构差异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各变量系数差异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各变量总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样本量

生活幸福感

0.466***

0.089***

0.376***

-0.001
0.002*

0.043***

0.004**

0.007***

0.023
0.003

-0.159**

-0.089**

-0.012

0.022
0.005
-0.116
-0.086
-0.004
20243

19.3%
80.7%

-0.28%
0.38%
9.21%
0.83%
1.56%

4.94%
0.71%
-34.1%
-19.2%
-2.51%

4.65%
1.09%
-24.9%
-18.4%
-0.95%

／

自我地位评价

0.0435***

0.071***

-0.028**

0.016***

0.002***

0.021***

0.002**

0.014***

0.081***

0.016**

-0.092**

-0.093***

-0.029

0.097
0.018
-0.072
-0.091
-0.015
20252

164.1%
-64.1%

37.7%
5.59%
47.4%
4.51%
32.6%

185.8%
36.1%

-212.2%
-213.3%
-68.1%

223.5%
41.7%

-164.8%
-208.8%
-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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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态度涓滴化变迁的后半程开始显现，如表 5
变迁图示A所示，社会弱势群体格外明显的社会

态度变迁主导了总体社会态度变迁。

同理，就自我地位评价而言，户籍类型对自

我地位评价提高的解释性最强（223.5%），其结构

效应贡献了 37.7%的自我地位评价提升，而涓滴

效应贡献了185.8%的自我地位评价提升。可见，

户籍类型的涓滴效应是自我地位评价提升的主

要影响机制。城镇化进程推动了自我地位评价

的提升，但城市人口格外明显的自我地位评价提

升才是造成总体自我地位评价提升的主要原

因。当然，这意味着自我地位评价的变动仍属于

涓滴化变迁的前半程，如表5变迁图示B所示，社

会优势群体格外明显的社会态度变迁主导着总

体社会态度变迁。

（2）社会层面

就收入不均合理性而言，出生世代对人们关

于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提高的解释性最

强（160.38%），且主要源于其涓滴效应（贡献了

149.94%的增长），这种溢出性的贡献率意味着一

旦控制了出生世代的涓滴效应，人们对收入不均

合理性的接纳程度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有所下

降。可见，出生世代的涓滴效应是导致收入不均

合理性接纳程度提高的主要机制，且同样表现为

前半程（表 5变迁图示B）——年轻人口对收入不

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的提高格外明显，从而主导

了整体接纳程度的提高。

就机会公平感而言，教育对机会公平感下降

表4.2：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分解（二）

总体态度倾向性总变异

可解释变异

不可解释变异

各变量结构差异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各变量系数差异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各变量总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样本量

收入不均合理性

0.085***

0.029*

0.055**

0.022***

0.004**

0.009
-0.001
-0.001

0.015
0.020
0.127
-0.093*

-0.017

0.037
0.024
0.136
-0.094
-0.017
19989

35.2%
64.7%

25.4%
4.99%
10.4%
-1.07%
-0.67%

17.7%
23.6%
149.9%
-109.9%
-19.9%

43.1%
28.6%
160.4%
-110.9%
-20.6%

／

机会公平感

-0.200***

-0.000
-0.200***

0.010***

0.000
-0.006
-0.002*

-0.004

0.007
-0.013
-0.027
-0.119***

0.045

0.017
-0.013
-0.033
-0.121
0.041
19955

0.18%
99.8%

-5.10%
-0.19%
3.26%
0.95%
2.04%

-3.58%
6.50%
13.5%
59.5%
-22.8%

-8.68%
6.31%
16.7%
60.5%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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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性最强（60.45%），且主要来源于其涓滴效

应（59.50%）。可见，教育的涓滴效应是导致机会

公平感下降的主要机制，且同样表现为前半程（表

5变迁图示C），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格外明显的机

会公平感下降主导了总体机会公平感的下降。

（3）规范层面

就性与性别观念而言，出生世代对于性与性

别观念开放化的解释性最强（51.55%），且主要来

自其涓滴效应（42.50%）。可见，出生世代的涓滴

效应是导致性与性别观念开放化的主要机制，且

表现为前半段（表 5变迁图示B），年轻人口格外

明显的性与性别观念开放化变动主导了总体性

与性别观念的开放化。

就个人自由而言，户籍类型对于个人自由观

念增强的解释性最强（-17.69%），其主要来自其

涓滴效应（-12.83%）。可见，户籍类型的涓滴效

应是影响个人自由观念增强的主要机制，城市人

口个人自由观念的增强幅度被农村人口超越，从

而限制了个人自由观念增强的幅度。这意味着

个人自由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涓滴化变迁的后半

程（表 5变迁图示A），农村人口格外明显的个人

自由观念增强主导了总体个人自由观念变迁。

就政府作用而言，职业地位对政府作用依赖

度降低的贡献率最高（-38.69%），且主要源于其

涓滴效应（-42.67%）。这意味着职业地位的涓滴

效应是影响政府作用依赖度的主要机制。如上

所述，对政府作用依赖度越低表示民众在规范层

面的社会态度越趋向于自由。我们发现，作为弱

表4.3：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分解（三）

总体态度倾向性总变异

结构替代变异

涓滴效应变异

各变量结构差异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各变量系数差异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各变量总贡献

户籍类型

单位类型

出生世代

受教育年限

职业地位

样本量

性与性别

0.200***

-0.044***

0.244***

-0.025***

0.003**

0.018**

0.005***

0.005*

-0.063***

-0.014
0.085
0.078*

0.037

-0.088
-0.011
0.103
0.084
0.043
19528

-21.9%
122.0%

-12.6%
1.46%
9.05%
2.66%
2.59%

-31.4%
-6.90%
42.5%
39.3%
18.8%

-43.9%
-5.44%
51.6%
41.9%
21.3%
／

个人自由

0.286***

-0.051***

0.337***

-0.014***

0.001
-0.004
-0.001
0.002

-0.037**

0.003
-0.038
0.029
-0.021

-0.051
0.004
-0.043
0.029
-0.019
19560

-17.8%
117.8%

-4.86%
0.43%
-1.45%
-0.27%
0.67%

-12.8%
0.99%
-13.5%
10.4%
-7.24%

-17.7%
1.42%
-14.9%
10.1%
-6.56%

／

政府作用

-0.116***

-0.019***

-0.096***

-0.007***

-0.002***

-0.008***

0.001*

-0.005***

-0.027**

-0.005
0.002
0.003
0.049**

-0.033
-0.007
-0.007
0.004
0.045
19745

16.6%
83.1%

5.68%
1.73%
7.40%
-0.49%
3.98%

23.1%
4.37%
-1.68%
-2.67%
-42.7%

28.8%
6.10%
5.72%
-3.16%
-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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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的职业地位较低者对于政府作用的依赖

度下降更加明显，从而主导了总体上对政府作用

依赖度的下降。可见，该项社会态度的变迁已处

于涓滴效应的后半程（表5变迁图示D）。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社会态

度倾向性的变迁并不符合文化论的理论预设，而

更加符合结构论的预设，出生世代、户籍类型、受

教育年限和职业地位是推动我国总体态度倾向

表5：社会态度倾向性变迁形成机制

社会态度

生活幸福感

自我地位评价

收入不均合理性

机会公平感

性与性别观念

个人自由观念

政府作用

主要影响因素

世代

户籍

世代

教育

世代

户籍

职业

涓滴效应表现阶段

后半程

前半程

前半程

前半程

前半程

后半程

后半程

变迁图示

A
B
B
C
B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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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迁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在解释具体的影响

机制时，结构论包含结构替换效应和涓滴效应两

种机制，前者强调结构要素本身的变动（如城市

人口比重），后者则强调结构要素影响程度的变

动（如城乡之间的幸福感差距）。不同的结构机

制意味着不同的现实意义：结构替换效应将塑造

良好社会态度的希望寄于改变“结构的结构”，即

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教育扩张等；涓滴效应则着

眼于不同社会群体在宏观社会变迁中差异化、不

平等的微观生活感受，通过引导“结构的影响”，

即改善弱势者的生活状况，缩小群体间的社会态

度差异，从而塑造良好的社会态度。

如表 5所示，本文发现涓滴效应是各结构要

素影响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证实了

假设2.3。具体而言，生活幸福感、个人自由观念、

政府作用的变迁已经处于涓滴效应的后半程，但

自我地位评价、收入不均合理性、机会公平感和

性与性别观念的变迁仍处于涓滴效应的前半程，

即由城市人、年轻人和高受教育程度者等优势群

体格外明显的社会态度变迁所主导。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 CGSS2005年与 2015年数据，从个

人-社会-规范等三个层面出发，探究了我国居民

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及其形成机制。研

究发现如下。

第一，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2005 年

—2015年，我国居民在个人生活层面上的总体态

度倾向性日趋积极，具体表现为生活幸福感和社

会地位自我评价明显提升；在社会层面上表现出

看似相反，实则内在相关的总体包容倾向，一方

面，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明显提高，另

一方面对机会不平等的感知则有所增强；在规范

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上趋向自由，具体表现

为在性与性别、个人自由问题上的观念愈加开

放，个人主义价值倾向愈加明显。

第二，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

制。本文发现，首先，2005年—2015年不同社会

群体在总体态度倾向性指标上的组间差距发生

了明显的变迁，这意味着我国的总体态度倾向性

变迁并非文化论所假定的同时性、全面性变迁，

而更加符合结构论的假设，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

的变迁是矛盾的、不平等的。

其次，出生世代、受教育年限、户籍类型和职

业地位是推动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结构

性因素，而涓滴效应是影响各项总体态度倾向性

变迁的主要机制。这意味着，尽管城市化、教育

扩张、产业结构升级等社会进程明显改变了我国

社会的人口结构，使得大量人口的社会结构位置

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一过程并

未主导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相反，不同

群体之间经济社会环境差距的变动，或者说社会

结构因素影响程度的变化，即优势群体与弱势群

体之间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的变动，才是推动总

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特别是当总体

态度倾向性变迁处于涓滴效应前半程时，主导总

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不是“富者愈多”，而是“富

者愈富”。

具体而言，生活幸福感、个人自由观念和政

府作用的变迁已经进入总体态度倾向性涓滴化

变迁的后半程，如表5变迁图示A、D所示，老年人

口、农村人口和职业地位较低者等弱势群体的总

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已经赶上了优势群体的步伐，

在总体态度倾向性良性变迁的同时缩小了群体

间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

尽管如此，自我地位评价、收入不均合理性、

机会公平感和性与性别观念的变迁仍然处于总

体态度倾向性涓滴化变迁的前半程，如表 5变迁

图示 B、C所示，总体水平上自我地位评价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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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提高，性与性

别观念的开放化等趋势是由城市人口和年轻人

口所主导的，这意味着不能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

良性变迁持有过于乐观的态度，推动农村人口和

老年人口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是塑造良好总

体态度倾向性的主要抓手，而机会公平感的下降

是由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所主导的，这意味着关注

高等教育群体的态度和需求是减缓机会公平感

下降的良好途径。此外，上述总体态度倾向性变

迁过程中群体间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也有所

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总体态度倾向性两极化

的风险。

注释：

①菲利普·津巴多、迈克尔·利佩：《态度改变与社会影

响》，邓羽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7—33页。

②Helen Cheng, et al.,“Th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Social Attitudes in Two British Cohort Studie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07, No. 2, pp. 351-371；王俊

秀、杨宜音：《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参见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

（2005—2015）》，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④Norval D. Glenn,“Recent Trends in Intercategory Differ⁃
ences in Attitudes,”Social Forces, Vol. 52, No. 3, pp.
395- 401; P. Di Maggio, J. Evans & B. Bryson.“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2, No. 3, pp. 690-
755; A. Munasib & D. Roy,“Interactions and Social Atti⁃
tudes in American Communities,”The Journal of Mathe⁃

matical Sociology, Vol. 41, No. 2, pp. 63-83.
⑤同注③。

⑥M. Fishbein & I. Ajzen, Predicting and Changing Be⁃

havior: The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 New York: Psy⁃
chology Press, 2011.
⑦王俊秀、杨宜音（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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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版；王俊秀、陈满琪（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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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王俊秀、陈满琪（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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